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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

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制度创新的协调研究

任保平 1，孙一心 2①

（1.南京大学 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63；
2.西北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质

上是一种制度均衡，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数字化技术分别从微观、中

观、宏观三个方面为二者关系达到新的均衡状态提供了动力。笔者认为，数字经济在政府职能转变中为制度创新

提供了新动力，主要体现在政府治理能力和效率的提升、政府决策的精准性、政府投资的高效性、政府对人才配

置的优化和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激励。伴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通过重塑市场竞争机制、资源配置

机制、数据要素确权机制和生产者声誉机制在市场层面实现制度创新；政府作为最主要的制度供给者和实施者，

借助数字化技术推进自身角色向服务型转变。基于此，笔者提出以政府与市场制度创新协调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

路径在于加快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在政府与市场的制度创新协调推进中形成新的制度供给，对市场主体

的创新进行激励和约束，并借助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双轮驱动加快数字政府的建设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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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法治政府建设的视角，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视角，对市场本身及市场主客体的正常运行给出了更完善的

制度安排。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1］，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有效

市场，更离不开有为政府。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技术不断渗透到政务领域，并对

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进行重塑和拓展。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在

数字化技术与政府和市场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在政府层面和市场层面的制度安排为制度

创新提供了全新动力，通过对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的重塑和拓展促使政府与市场向新的制度均衡

转移，进而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在数字经济的驱动下，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推动了市场自发秩序的完善，也优化了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及对市场的补充作用。可见，在数字经

济背景下，政府层面与市场层面的制度创新共同决定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二者关系的

协调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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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分析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在于明确两

者的作用范围及其行为边界。在一般意义上，政府与市场均为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关键因

素，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分工逐渐深化，催生了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换需求。但在

交换的过程中，交易主体、交易范围、交易时间、交易距离等日渐复杂引起了信息不对称以及

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导致现有的交换体系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促

使商品经济形成，商人应运而生，其并不直接生产产品，也不直接消费产品，而是参与到交易

过程中优化交易模式，并通过收购—出售的方式建立起交易平台，促使交易达成，进而取代传

统的直接交易模式。可见，商人通过运用运输、储存等方面的规模效应优势，人为减少交易成

本，为交易者之间、交易者与商人之间提供了不成文的规定或习惯之类的契约，将商人与交易

者纳入到重复博弈的过程中。随着重复博弈次数的增多，市场的功能得以不断完善，并通过契

约不断巩固交易者与商人之间的交易关系，自动将阻碍正常经济活动的交易者排除在市场之外。

但这些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交易者可以通过改变商品种类或更换地点继续进行交易，破坏市场

秩序。此时，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可以通过规制手段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维持市场的正常运行。

此阶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外部与内部的服务关系［2］。

随着市场体系的逐渐完善和成熟，市场产生了外部性、垄断、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等导

致市场运行效率下降的失灵现象，严重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甚至影响了财富的公平分配。

此时，仅仅依靠市场自发的秩序无法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政府的角色从服务者转变为参与者。

由于市场中的创新行为存在外部性，因而一旦创新品问世便会出现众多仿制品，同时，仿制品

为了在有限的市场中占据更多份额，会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竞争。随着市场竞争趋于稳定，实力

雄厚的创新者建立起竞争壁垒，垄断经营创新品以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实力较弱的创新者在

市场竞争中被实现规模经济的低成本竞争者淘汰。此时，若创新者在正常的市场竞争中无法获

得创新带来的收益，则其积极性会受到严重打击，进而选择退出市场。此外，资源会自动向社

会生产中效率最高处流动，使行业间及行业内逐渐形成马太效应，导致国民经济的运行结构失

衡。若此时政府的职能仍仅局限于服务市场，尽管交易行为得以规范，但却不利于市场的良性

发展及经济的稳定。因此，一方面，政府可以凭借制度供给者的身份规范交易行为，引导市场

持续健康发展，并为创新者提供足够的激励，为实力较弱的创新者提供制度和经济支持以防止

某些发展相对落后的重要行业因资源稀缺而消失。另一方面，政府参与市场资源配置，运用宏

观调控手段纠正不合理之处，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缓解外部冲击引发的波

动。此阶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内部之间的管理关系。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干预以市场失灵理论为基础。政府作为市场的补充，对市场

的失灵行为进行修正，保证其正常运行。但传统经济学理论在政府与市场的提供服务与接受管

理的关系讨论中，并未与其在公平与效率的应用中达成一致，且政府管理或政府服务的“度”

尚未有标准的界定。当前我国数字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政府与市场的数字化应用相对滞

后，以政府为代表的制度供给方和以市场为代表的制度需求方受到数字经济的冲击，使传统的

政府与市场关系逐渐偏离原有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均衡状态，不再适应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

众所周知，数字经济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有机结合而创造出的新经济形态，伴随着数字经济

的诞生而涌现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连续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造成冲击，并产生了大量

“创造性毁灭”的现象。而制度供给相对不足造成原有的制度均衡失衡，进而导致数字经济背景

下传统市场要素和机制、政府职能及其范围发生变化，亦使制度变迁迫在眉睫。

微观上，企业数字化的外部效应为制度变迁提供了潜在动力。一方面，得益于大数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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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等相关数字技术，企业可高效获取多维度的用户数据，提升了其对市场需求的即时响应［3］。

同时，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可获得特定环境下的隐性知识，通过数字化、密集化的创新网络降低

隐性知识的试错成本，进而加快隐性知识的产生、传播及使用［4］。随着经济活动主体对市场的响

应愈发快捷、高效，隐性知识也凭借互联网的扩散效应对其他主体产生了正外部性。另一方面，

数字化技术提升了企业内部的管理效率和内部协调能力。企业的组织成本在大数据的应用场景下

大幅下降，有效改变了企业自身的生产函数，革新了要素的使用方式、有效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

率。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已不再通过传统的价格机制进行低端竞争，而是通过有效提升创新

能力在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并进而决定资源的配置方向。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在占据优

势地位后，创新会通过互联网的扩散效应快速传播。而其他企业会借助这种扩散效应对其自身的

运营模式、技术研发等进行完善，进而取代原优势企业，并攫取控制资源配置的能力。因此，数

字化进程的加快使企业不断涌现颠覆性创新，通过“蒲公英效应”为其他企业带来正外部性，促

使其他企业为适应市场变化不断创新。

中观上，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实现的规模经济为制度变迁注入了潜在动力。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数字化技术对传统产业赋能，并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背景下涌现的新生产模式大幅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产业数字化通过数字化

技术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进而有效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并通过以下三种途径

实现：一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提升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数字经济的高流动性和扁平化网络结构促

使生产活动中的要素得以精准匹配。数据、信息等新型要素在数据平台中的实时共享性加强了各

行业内部产业链的联系，打破了产业内部和外部的数据、信息壁垒，增强了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

协同作用，进而有助于规模经济的实现。二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减少产业内部及不同产业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现象。企业的资产信息、产品信息、客户订单等以数据形式进行传播、使用和储存，致

使企业无法利用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了产业内外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升了企

业间的沟通效率和要素的流动速度，进而有助于规模经济的实现。三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可实现高

效信息获取。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能够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精准匹配，并根据生

产者的生产特点和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以效用最大化的形式组合，改变传统的标准化生产模式，有

效缓解物资积压或无效投资的现象，进而有助于规模经济的实现。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实现的规模

经济较传统的规模经济在内涵上得到了拓展。这种规模经济使得企业可借助大数据技术学习本产

业中先进企业的生产模式，灵活控制产品的生产成本，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匹配的时间成

本和经济成本，进而极大地降低了产品的边际成本。边际成本的下降致使企业在追求最大收益的

目标下不断优化自身的生产模式，推动了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进而为制度变迁提供了潜在

动力。

宏观上，数字经济通过重塑企业家精神为制度变迁培育了潜在动力。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

式主要以追求数量的粗放式发展为主，并以人口红利为主要推动力。随着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发

展，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的现象日渐突出。因此，为寻找新的动力，需要打

破传统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创新作为第一驱动力，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源于对企业家精神和社会

成员生产力的重塑作用上［5］。熊彼特［6］认为，只有企业家精神才能促进创新的产生。笔者认为，

企业家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创新的才能。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一方面，企业家精神为市场的制度变

迁提供了动力。由于数字经济与绝大多数行业关联性强，涉及范围广，存在前、后向相关关

系［7］，企业家逐利的本性促使其在不同行业业态和模式下寻找相关关系，不断发现创造利润的机

会，并凭借创新在市场中立足。同时，新行业新模式下由企业家创造的机会超出原有的制度供

给，为市场的制度变迁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为政府的制度变迁提供了动

力。数字经济促使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不断融合，提高了政府的治理能力［8］。在数字经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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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政府部门内部的运行及管理在市场机制的应用过程中降低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提升了政府

运行的效率，进而提升了政府的治理能力。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新的社会结

构和新的人际互动模式，在信息化与社会结构的深度融合下重塑了社会成员的自然生产力和精神

生产力。随着社会成员生产力得以重塑，其数字素养亦得到提高，且有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

创新的发展，进而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动力。

二、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

政府的角色在与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中逐步发生转变；政府的职能亦在数字化技术应用的

场景中不断得以深化，并拓展出创造价值的能力。这种创造价值的新职能使政府内部产生了规模

经济无法外溢、外部性无法内化等问题，进而产生了制度创新的动力和制度变迁的趋势。伴随着

数字经济的发展，政府逐渐偏离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均衡状态，向适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要求的新均衡状态转变。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政府角色的转

换和政府职能的变化两方面。在以往关于政府角色定位的研究中，政府更多地充当了管理者或监

管者的角色，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发挥修正作用。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政府逐渐呈现出公开

透明、互动沟通、开放创新、服务平台的特征。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部门以面对点的形式与

社会经济生产活动进行交互。一方面，在交互过程中，政府各部门之间不断加强联系，实现治理

模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在交互过程中，政府各部门之间由割裂、封闭状态转变为开放、协同、

合作和互动状态。此时，政府的角色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和引导者。

开放政府与智慧政府是数字经济背景下服务型政府的核心体现。王丛虎［9］认为，开放政府

不仅是信息公开透明的政府，更是通过开放与社会成员实现和谐互动的政府。传统的开放政府以

公开透明为侧重点，通过提升信息和数据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水平，与社会成员进行单向的信息传

递。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开放政府则是通过开放更加公开透明的数据和信息，积极参与社会生产活

动，并与社会成员进行和谐互动。智慧政府是以人为核心，以用户需求为导向，运用智能化手段

为社会成员精准提供高质量服务的政府。智慧政府运用物联网对环境进行实时监控、在云端储存

数据、信息，并通过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提升政府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交互能力，为社会成

员有效精准地提供政府服务。传统政府由于技术受限，只能以较低的效率和较高的成本搜集居民

和企业的信息，存在数据遗漏、数据造假等问题，同时，低质量的数据信息和高时间成本的数据

搜集过程使其并不能合理、快速、高效地解决突发问题。随着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日趋复杂

化，传统政府的单一细化分工模式不能满足数字经济社会多元、多变的需求。在与数字化技术深

度融合的过程中，智慧政府通过改变公共服务的形式、对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进行转型升级、丰

富和拓展公共服务的理念，全方位地对传统公共服务进行优化升级，在使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

填补决策者有限理性的缺陷，为决策者提供更广阔的视野，进而有效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可

见，智慧政府与传统政府形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供给和治理能力两个层面。传统的政府

职能主要以管理为主，通过宏观调控或参与资源分配过程，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对其机制进行补

充和修正。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政府治理模式从传统的管理导向转

变为服务导向，不仅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新动力，更有效推动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主

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提升了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效率。在以创新驱动的数字经济形态

下，大数据丰富了政务领域和生活领域的应用场景，其巨大作用不仅体现在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更体现在助力国家的治理创新［10］：一是数字化技术将传统的统计政府转变为数字政府。数字政

府不仅是数字化政府办公和电子化政务处理的政府，更是通过数字化的思维、理念、工具等为社

会成员提供精细化服务的政府。二是政府的治理模式由单向控制、代议互动转变为数字协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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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社会形态的变化将社会成员从弱连接状态升级为强连接状态，每个人的决策都依赖信息网

络，从而加强了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11］。随着政府与社会成员的联系逐渐加深，社会成

员可以通过分析社会经济活动各领域的相关数据对政府部门的公开数据和信息进行验证并主动参

与政府治理。此时，政府传统的单项控制和代议互动的治理模式不再适应社会成员的多元化需

求，数字协商模式应运而生。一方面，数字协商模式以问题为导向搜集社会成员发布的相关信

息，并在第一时间予以反馈，不仅增加了社会成员的治理参与度，更提升了政府的治理效率。另

一方面，数字协商模式打破了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壁垒，以面对点的沟通方式取代了传统的链式沟

通方式，避免了重复沟通和资源浪费，有效提高了政府的治理效率。

第二，数字化技术的深度应用提高了政府决策的精准性。一方面，数字平台的扁平化与去中

心化提升了政府服务能力的精确性。政府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筛选出创新型企业，并根据企业的

基本信息、技术成熟度等特征在数字化平台上与需求者进行合理匹配；政府通过构建技术交流平

台，促使各行业全产业链相关企业就异质性需求问题直接沟通，极大地降低了交流成本；政府以

其公信力为担保，为各类平台建立起完善的规章制度，保障平台持续高效运行，并以服务者的身

份参与企业间的交流，鼓励数据共享，推动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统计工具和方法的优化升

级提升了政府引导能力的精确性。随着统计工具、方法不断更新，政府统计数据规模随之扩大，

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分析和预测亦更加精确，有效避免了企业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政府凭借大

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降低了衡量、筛选劣质企业的成本，能够快速高效区

分企业的信誉度，并凭借数字经济的高流动性和扁平化的网络结构特征在平台中精确引导并以极

小成本实现资源的精确配置。

第三，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提高了政府的投资效率。我国的公共支出大多集中在基础设施

建设和福利改善方面。随着数字化技术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政府的投资领域逐渐拓展至环保、新

能源和高新技术领域。这些新的投资领域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具有极强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加强

了各领域的协同发展，并将传统的竞争模式转换为合作共赢模式。随着模式的转变，政府在投资

时不仅要考虑营收状况，更要将各经济主体在经营过程中对社会、环境等产生的外部性纳入考虑

范围。因此，政府必须掌握多领域的生命周期规律及发展现状，并对其进行精确分析才能获得最

佳的投资方案。数字化技术将传统单部门的投资过程转变为多部门的协同合作，并通过推动各投

资领域信息数据的交互，使政府可以对投资方案作出高效精准判断。此外，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政

府与创新主体分担风险并引领创新，通过数据分析进行科学研判，改变传统的投资路径，在创新

生命周期中风险最大的阶段保障创新主体的生存性，帮助创新主体渡过难关并铺平发展道路。

第四，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赋能优化了人力资本的配置。施莱弗和维什尼［12］认为，“人才向寻

租部门的配置是有害的”。究其原因在于，寻租部门的扩张会严重影响生产部门的运行。当人才

成为寻租者时，个人报酬源于对其他社会成员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源于对财富的创造。这种获

取报酬的形式不仅导致人才向寻租部门流动，更挤占了人力资本在生产部门的空间，从而降低技

术进步率及增长率，导致经济陷入停滞。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人才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

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动力。一方面，数字化技术规范了社会经济活动并使其透明化，减少了经济活

动过程中的寻租机会。寻租机会的减少弥补了政府在人力资本配置方面的劣势。政府在数字环境

中能够根据发展目标与现实情况进行智能分析，引导人力资本配置到生产部门从事生产性活动，

并借助人力资本报酬递增的特点引发技术革新。另一方面，以数字经济孕育的新产业为代表的新

型生产部门通常要求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新兴行业蕴含的潜在利润和无限的发展潜力易吸引其

他行业的人力资本自发向其流动，但由于容量有限，且无法控制人力资本的流动速度，易造成人

才过于集中的问题。政府借助大数据技术，可以从云端获取人力资本的个性化需求，进而提供相

应的制度供给，防止人才过于集中的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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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激励。产权理论认为，产权的可转让

性促使资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关系

变得非常模糊。模糊的产权关系使经济活动主体对预期收益产生不确定性，易导致其选择放弃创

新活动。同时，模糊的产权关系会催生搭便车行为，进而导致经济活动主体不愿从事充满风险的

创新活动。传统的产权界定方式无法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清晰界定产权，而政府无法凭借传统的产

权界定方式为创新提供激励。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渗透，传统的生产要素和产品在与数字化技

术的深度融合中具有了“数字”特征，其产权可通过区块链技术在交易过程中的历史记录中予以

追溯和确定。同时，数字化要素和数字化产品在数字平台中以数据的形式储存，并经由区块链等

技术处理后，其产权的权属关系得以确立。因此，政府通过数字化技术对产权进行清晰的界定有

效避免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搭便车行为，推动了政府激励创新活动并鼓励创新者在复杂多变的环

境中及时捕捉由制度非均衡而产生的创新机会。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市场层面的制度创新

市场由市场要素组成，市场要素包含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市场的新变化需要得到市场主体

的认可，需由市场主体来适应这些新变化。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市场主体的逐利动机没有发生改

变，发生变化的是市场主体的收益与创新的关系。当收益与创新的关系变动的信息被共享时，收

益不再是制度创新的结果，而是创新的激励。激励源于数字经济给市场各组成部分带来的巨大变

革，其促使参与者追求新增经济利益，并由此催生了更多的创新活动，进而促进市场层面的制度

创新。市场机制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实现机制，是市场主体与客体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及作用的机

制，在不同范围内表现为不同的机制［13］。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

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场景中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数据要素确权机制和生产者声誉机制在数字化技

术的作用下不断完善。

（一）数字经济对市场赋能，重塑了市场竞争机制

数字经济从宏观上重塑了市场的竞争机制。市场的竞争机制反映了市场竞争的供求关系、价

格变动和资源流动等经济活动之间的有机联系［13］。门格尔将制度看成是无数个体经济行为人自

利的相互作用的产物，认为每个人都追求自身的私利。不同经济主体为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在

以价格为基础的竞争中争夺资源。而市场存在的目的在于减少交易活动成本，其价格机制在传统

的市场经济中起到传递、调节和核算作用，从而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众所周知，市场是一种制度，在数字经济诞生之前或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市场处于一种制度均衡

的状态，而在这种均衡的条件下，市场缺乏制度创新的动机和动力。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扩大了市场规模，丰富了各行业各领域中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场景，

孕育出大量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同时也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必要条件：一是数字化技术赋能市场，

产生了新的潜在收入，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动力。一方面，市场主客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日常

的经济活动中，规模报酬递增的新技术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导致规模经济出现。未能充分利用新技

术的市场主客体无法获得由规模经济带来的数字红利，在市场竞争中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导致市

场的竞争结构发生变化。市场竞争结构的变化进而引发了现有的市场主客体产生重新分配收益的

倾向，客观上产生了制度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可将交易过程中减少的交易成本转

换为潜在收入。潜在收入的存在为市场主客体的再创新活动提供了激励，进一步优化了市场主客

体的交易过程，产生了更多的潜在收入。这种激励—优化的循环过程为制度创新提供了不竭动

力。二是旧市场制度安排的成本发生变化，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动力。随着政府、市场对数字化技

术的关注度不断提升，相关的政策法规不断涌现，影响了市场本身的制度环境，导致部分企业在

原有制度下仍能获得现存的外部利润，增加了旧市场制度安排的运营和管理成本。旧市场制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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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的成本增加导致企业不适应新的市场制度环境，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因而催生了制度创新。

（二）数字经济对企业赋能，重塑了资源配置机制

数字经济从微观上重塑了资源配置机制。科斯［14］认为，在资源导向方面，企业是价格机制

的替代物。在资源数量既定的前提下，采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还是采用企业配置资源取决于二者

相对成本的差距。但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均以价格为核心，市场以价格引导资源配置，企业则将

价格转换为内部价格，以更低的成本引导资源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部门流动。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应

用场景的拓展和深化，企业数字化进程的推进形成了一系列新模式、新业态和新技术，培育了新

产品和新要素。新产品和新要素以数据要素的形式存在，具有低成本传输、复制以及非竞争性的

特点。市场主体可以通过互联网的外溢效应以较低成本获得新产品和新要素，并拒绝为这些新产

品和新要素付费。而这些新产品和新要素以及传统产品和传统要素形成的新特点对传统市场中的

价格机制形成了冲击，导致传统的价格竞争机制在新的应用场景中失效，进而使创新成为新的资

源配置机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创新已经取代价格成为竞争的主要规则［15］，并通过互联网带

来的扩散效应和规模经济迫使各生产者面临重新洗牌的压力。例如，某一个生产者采用新技术或

新要素实现了创新，则该企业便有机会在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并在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市场

份额，进而使资源不断向其流动；而未能实现创新的企业只能面临着退出市场的困境。此时的价

格机制并未在率先实现创新的企业中发挥作用。当所有企业都实现了创新，某企业想占据更多的

市场份额，其只能通过价格机制引导资源的流动，通过传统的竞争方式获得市场中剩余收益。

（三）数字经济引入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明晰了数据要素的确权机制

数据要素的确权机制是通过数字化技术跟踪数据要素的整个交易过程，进而明确产权的机

制。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产权的表现形式和界定方式发生新的变化。数字经济对传统的产权

理论提出了挑战：一是数据要素的产权界定存在难度。一方面，产权的界定取决于数据要素的价

值，而数据要素的价值取决于其使用方式。数据要素使用方式的不确定性造成了数据要素产权界

定的困难。另一方面，数据本身具有的低成本传输、复制和非排他性等特点，极大地降低了交易

成本，由此带来了正外部性并形成了规模效应。在这种情况下，数据要素与公共产品类似，其产

权具有不确定性。二是数据要素的财产所有权逐渐弱化。由于产业在数字经济的冲击下呈现出共

享经济的特征，数据要素的产权表现形式与运行方式与传统要素相比具有巨大的差异性，其虚拟

性、非稀缺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致使数据要素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在交易过程中分离。

在这种条件下，数据要素的财产所有权也在这个过程中全面弱化或逐渐地消失。党的二十大报告

明确提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产权保护的

前提是明晰产权的归属。明晰的产权归属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和市场准入门槛，提升市场的运行

效率和社会的信用度。数字经济引领的新技术—经济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产权界定不清晰的

状况。在区块链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区块链交易过程中

产生的数据具有不可篡改性和较强的可溯源性。区块链技术通过对交易记录中的数据进行溯源，

能够明确交易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并根据数据要素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分析，按照挖掘、存储

和分析、应用三大阶段交易过程对其产权进行界定［16］，进而明晰了数据要素的确权机制。

（四）数字经济有效抑制了柠檬市场的出现，强化了生产者的声誉机制

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柠檬市场的形成。即使产权得以明晰，私有产权的确立也无法使人们的效

用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此时，理性经济人会为了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而产生交换私有产权的动

机，但在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信任问题易形成囚徒困境。在这种困境中，交易双方只能通过博弈来

增加自身的效用水平。交易双方的博弈主要包括以一次性交易为代表的单次博弈和以多次重复交

易为代表的重复博弈。双方在获得信息有限的条件下，会避免对方采取投机行为而作出次优选

择，最终使社会福利水平无法达到最优值。一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消费者无法获得有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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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的信息，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无法作出最优的消费选择，因而降低了社会总福利水平。

二是由于固定成本较高，生产者无法根据消费者的异质性需求提供个性化产品，因而也会降低社

会总福利水平。三是某些生产者为获取短期收益，在单次博弈下会采取投机行为，扰乱市场运

行，对消费者造成极大的损害，而这类生产者采取投机行为的成本较低，必要时可随时更换地点

或品牌继续破坏交易秩序，这些均会降低社会总福利水平。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供求双方

的信息在数字化平台得以公开化和透明化，规避了投机行为，降低了交易成本，更极大地提高了

双方的交易效率和交易质量。商家的产品信息在云端共享，消费者可通过互联网寻找商家的服务

质量、产品质量以及历史价格信息，在数字化技术的作用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由单次博弈转

换为重复博弈，并通过博弈模式的转换构建起稳固的交易关系，强化了生产者的声誉机制，有效

地抑制了柠檬市场的出现。

四、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制度创新的协调路径

发展数字经济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调发展。有为政

府要对数字经济进行顶层设计，克服市场失灵，改善营商环境，推行数字经济治理，防范和化解

数字经济安全风险。有效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将资源配置到数字经济产业中。因此，在数字经济发

展中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遵循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就需要从政府与市场两个层面进行相

应的制度创新，以政府与市场制度创新协调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一）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形成新的制度供给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市场以效率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政府以公平为导向进行数字经济治

理。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效结合，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制度创

新协调推进的制度供给。

首先，要为政府与市场的数字化技术深化应用提供相应的制度供给。要注重数字化技术与政

府和市场的深度融合：一是在大力发展数字化技术层面，要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以政

府主导的数字化产业为基础，建立政产学研一体化平台。由政府牵头建设技术转化平台，多举措

引导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产学研项目，鼓励产学研合作参与创新、研发、落地，建设全方位的数

字经济应用场景。要加强政府与创新型企业的联动，建立新型专业化人才数据库，降低企业和人

才的搜寻成本，聚集专业对口人才，发挥人力资本的规模效应。大力开展政企合作海外交流项

目，鼓励企业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并在必要条件下予以资金或政策支持。二是在数字化技术与政

府、市场深度融合层面，打破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数据和信息壁垒，在政府内部和企业内部分别建

立数据平台，降低沟通成本，消除数字鸿沟。开放高质量、高价值的数据获取渠道，以企业数字

化为出发点，建立起行业专属的数字平台和数据库，为行业全产业链的企业提供交流的机会，推

动全行业的协同发展。

其次，要为市场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提供相应的制度供给。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主体缺少数字

化转型的激励，其原因在于：在企业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未发生根本改变的前提下，数字化转型的

固定成本过于高昂且风险较大。无论受到何种冲击，企业仍会按照收益最大化的路径运行。因

此，要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加快市场主体的数字化转型：一是政府应为企业数字化

转型提供相应的制度供给。一方面，政府需要以补贴或技术支持的方式为企业提供保障，根据不

同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确保企业在数字化转型

的周期中得以生存。另一方面，政府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全过程跟踪评估，在及时发现、解

决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的前提下，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各种新风险，降低失败的概率。二是政府

应以政策支持的形式扶持数字化技术的研发及推广，通过市场机制激发企业的内部驱动力，将更

多企业主体引导至数字化高、精、尖技术的研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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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对市场主体的创新进行激励和约束

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数字经济的创新有利于提高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构建

数字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实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有助于加速要素重组，形成新的要素组合，形

成创新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模式。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

合，在政府与市场制度创新的协调中推进创新要素、创新主体、创新环节之间的有效衔接，对市

场主体的创新进行激励和约束。

首先，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强化创新激励的制度供给。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为

保证创新活动能够持续开展，要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优化与数字经济发展不匹配的制

度安排。一方面，要完善对创新主体进行补贴的制度供给。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创新规律，根据

创新主体的情况，借助数字化技术对其进行分类，根据创新主体所在行业、研发技术种类以及研

发进度的不同进行模块化管理，以差别定价的形式制定补贴政策，扩大对创新主体的补贴范围和

补贴力度。同时，为避免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应建立起科学的考核体系，对完成创新的主体进

行额外奖励。另一方面，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针对搭便车行为完善相关的制度供给，

优化创新成果的应用与传播路径，并督促搭便车者对其行为付费，避免创新主体因无法获得创新

利润而退出市场。

其次，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加强资源配置的制度供给。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要

在保证市场主体的发展不受政府影响的基础上，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完善资源配置方

面的制度供给。一方面，要明确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构建政府、企业多主体协同运行的资

源配置平台，并对配置过程中的所有数据和流程进行透明化处理，避免市场主体因巨额收益在经

济活动中提高准入门槛，垄断市场资源。另一方面，要提升政府引导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质量。加

快政府与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政府、企业共建信息共享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捕捉企业

资源配置的流动方向，通过政府的规划和公共政策保证各类企业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正确流向。

最后，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完善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制度供给。在数字经

济背景下，市场经济主体活动的范围随着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而逐渐扩大。而在新领域中，由

于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需要相应的制度供给对市场失范行为进行规范，因此，要将有为政府与

有效市场相结合，通过深化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完善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制度供给。一是要拓展大

数据技术的应用场景。推动数据监管平台的建立，对市场运行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市场安全

风险，并将安全风险的相关数据和所处领域上传至云平台。二是要建立反应灵敏的风险处理机

制。监管部门通过云平台发现安全风险数据和所处领域，在第一时间对安全风险问题和处理方案

进行打包处理并投放到市场中，可以为市场主客体提供即时风险应对方案。三是要建立健全的风

险评估指标体系。监管部门通过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衡量市场中异常行为的风险等级，并根据不同

风险等级分别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

（三）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加快数字政府的建设

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数字

经济背景下，需要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数字政府，并提升其对数字经济的治理能力，引

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进行有机结合，并在政府与市

场的制度创新协调中借助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双轮驱动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实现政府数字

经济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首先，遵循数字经济规律，加快数字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应用。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体

现在政府部门对数据的使用方式上。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的使用是通过汇总各方面的数据进

行综合分析为决策者提供科学指导，其需要遵循数字经济规律，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

提升政府的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基于此，应拓展数据的使用方式，加快数字技术在政府部门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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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方面，要推动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政府可通过学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案例，总结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重点难点，并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降低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成本，规避数字化转型

的风险。另一方面，要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素质培训。应加强与相关企业的交流，拓展政府

工作人员对数字化技术应用场景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鼓励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实地体验，提升自

身的数字素养。

其次，适应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发展的趋势，提升政府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与精准化水平。数

字政府的核心要义就是通过智能化与精准化的公共服务，满足社会成员的异质性需求，提高数字

经济的治理能力和水平。一方面，要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继续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的数

字化转型，推进开放政府和智慧政府的建设。可在数字经济发展较成熟的城市率先进行试点，从

经济、民生等多维度为当地居民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实现政府对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另

一方面，政府要树立数字公共服务的思维，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起来，借助大数据技术获

取社会成员的需求，并通过搜集到的需求信息对公共服务进行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数

字化水平和质量。

最后，实现数字政府、数字经济与数字生态的协同发展，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支撑。一是将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建立健全数据治理的标准体系，创新数据管理机制，推进全国一体

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加强数据共享开放和开发利用，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的作

用，实现技术、业务与数据要素的深度融合，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形成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

新动力。二是统筹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和数据融合。构建数字政府协同高

效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提高协同管理和服务水平。通过统筹推进强化数字经济运行大数据监测

分析，提高数字经济发展的调控能力。运用数字技术构建新型监管机制，强化风险研判与预测预

警，提升市场监管能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三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与数字生态优化的协

同。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完善数据要素治理体系；以数字政府建设为牵引，提高数字经

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与数字生态优化的协同，规范数字经济发

展，健全竞争监管制度，营造规范有序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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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reshap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requiring innovation in both institution. However，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theory has not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in balancing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Th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 􀆳s adoption lag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causing an imbalance. The two need to establish a new equilibrium.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under the digital economy 􀆳s
backgrou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has affected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and the
relative shortage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has caused gradual imbalance from the original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Regarding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l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role from management to service，which is crucial for modern governance systems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gradual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roles
and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Regarding the marke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the motivation of market players to
pursue profits has not changed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Due to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players 􀆳 income and innovation， replacing the income， the incentive of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result of marke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Because of the market components􀆳 changes，sufficient incentives have prompted people to pursue
new economic benefits，bringing about more innovative activities，thus promot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previous studies，this paper expands research in governmen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marke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 role and the change
of the government function. Digital technology enhances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government，the accuracy
of 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investment efficiency and optimize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marke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ocuses on innovation rather than income. Digital economy reshapes the market competition
mechanism，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data element confirmation mechanism and producer reputation mechanism，

prompting the market to generate new potential revenue， giving impetus to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 cost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the old market has changed， providing incentives f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By reshaping the competition
mechanism of the market from the micro level，innovation has replaced price as the main rule of competi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building digital China and prompting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t can guide targeted policy support and better inform fo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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